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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iples) ，意指 “关于事实、原因和公正的信念”，构成国际制度中最高等级的构成要
素。二是 “规范”(norms) ，是指 “以权利、义务界定的行为标准”，虽然 “原则”和 “规
范”都具有抽象性，但 “原则”较之 “规范”更为抽象。三是更加具体的 “规则”(rules)
和 “决策程序”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前者为 “对行为的专门令行禁止”，属于技
术层面上的细则，后者是指操作层面 “作出和贯彻集体决定的主导做法”。①
关于上述三类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克莱斯勒的具体解读是，“原则”和 “规范”体
现国际制度的 “基本特征” (basic characters)。这就意味着国际制度中通常有许多与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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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亦即，高度抽象的 “原则”要框定非常具体的 “规则”和 “决策程序”，需要有抽象
性或具体性介乎二者之间的 “规范”，发挥上达 “原则”，下接 “规则”和 “决策程序”的
桥梁或纽带作用。承上例，在 GATT中，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之 “规范”不但为贸易自由
化 “原则”的实现发挥指引基本路径 (开辟和平整 “游戏场地”)的作用，而且 GATT 中




则”和 “规范”都具有指引方向的功能———决定国际制度的 “基本特征”。其中， “原则”
起到的是决定大方向的作用，如 “朝东”，即框定了国际制度的 “根本特征” (fundamental
characters)。而 “规范”是在 “原则”指引的大方向既定的情形下，界定国际制度的 “实质
特征”(substantial characters) ，即在 “朝东”的大方向下所选择的到底是 “偏北”，还是
“偏南”之路向。假设 “规范”确定的路向是 “偏南”，那么，作为国际制度具体设计的相
应 “规则”和 “决策程序”所体现的则是 “偏南”最终为多少度的问题。如果 “原则”
(“朝东”的大方向)未变，而 “规范”发生了变化，假设路向由 “偏南”转为 “偏北”，
相应的 “规则”和 “决策程序”也将只能按照 “偏北”多少度设计。这就表明，虽然立基
于 “原则”的国际制度 “根本特征”未变，但因源于 “规范”的 “实质特征”有变，相应
的具体设计 (“规则”和 “决策程序”)将发生重大变化。
在法学研究中，对于法律的构成要素，中国的国内法学者通常采取 “原则”和 “规则”
两分法，未另行区分 “规范”之层级，⑦ 其原因可能是，虽然 “规范”和 “原则”抽象度
不同，但均具有模糊性，故将 “规范”也视为一种 “原则”。偶有国内法学者也区分 “原




“标准”(standards)一词。如前所述，因 “规范” (norms)意指 “以权利、义务界定的行













See Daniel Costelloe，Legal Consequences of Peremptory Norms in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Valentin Jeutner，Irresolvable Norm Conflicts in International Law:The Concept of a Legal Dilemm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
些 “规范”，中国国际法学者则多将之混同于 “原则”。例如，对于国际经济法中的非歧视












化框架公约》项下形成了两个最重要的节点，即 1997 年 12 月通过的 《京都议定书》和
2015年 12月达成的 《巴黎协定》。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构成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法律
制度的一大基石。在该原则项下，关于减排责任承担这一核心问题，从 《京都议定书》原来



















也有极少数国外学者使用“最惠国待遇原则”(the Principle of Most－Favored－Treatment)和“国民待遇原则”
(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 Treatment)之术语。See Surya P. Subedi，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Law:Reconciling Policy
and Principles，Hart Publishing，2008，pp. 68，71.





































































首先，从文本上看，《巴黎协定》序言和第 2条第 2款将 “根据不同的国情”附缀于该
款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瑏瑩 其中，“根据”(in the light of)一词所要表达之意乃是















See Daniel Klein，Maria Pia Carazo，Meinhard Doelle，Jane Bulmer ＆ Aadrew Higham (eds.) ，The Paris Agreement
on Climate Change:Analysis and Commenta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 84.
就此，《巴黎协定》英文作准本之序言和第 2条第 2款的规定更为清晰和一致，其具体表述分别为:“In pur-
suit of the objective of the Convention，and being guided by its principles，including the principle of equity and com-
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 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national circumstances. ”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mplemented to reflect equity and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and
respective capabilities，in the light of different national circumstances.”如前引联合国发布的该协定中文作准本，
其第 2条第 2款将“按照不同的国情”由序言中的后缀移置为前缀，应该说，此乃翻译上的技术性处理。此

















征”，并未达到从 “原则”的高度改变该领域国际法律制度 “根本特征”的力度。尽管 《巴



















区别的责任。”引自《谋共同永续发展 做合作共赢伙伴》(2015年 9月 26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发展峰会
上的讲话)。
《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2015年 11月 30日，习近平主席在气候变化巴黎大会




可见，从 《京都议定书》到 《巴黎协定》，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之 “原则”本身未变，发






的大方向始终未改，但 《京都议定书》原定的 “南北国家两分法”之 “规范”指引的 “偏
南”路向，转为了 《巴黎协定》现行的 “根据不同的国情”之 “规范”所指引的 “偏北”
路向。这样的转向虽非大方向的改变，但其使沿此大方向选择的路线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到
“规范”指引之路向的框定，《京都议定书》按照 “偏南”路线设定的具体 “规则”和 “决
策程序”，也转变为了 《巴黎协定》按照 “偏北”路线设定的具体 “规则”和 “决策程














































































通观 “根据不同的国情”之 “规范”本身，2014年 11月，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共同合作，发表了历史性的 《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首
次确立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项下的 “根据不同的国情”之 “规范”。在中美联手推动
下，2014年 12月通过的 《利马气候行动倡议》将在 “参照不同国情”情况下反映共同但有
区别责任原则的内容写入了正文部分。这一行文上的处理方式，为重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
则项下的相应 “规范”铺平了道路。在巴黎气候大会召开前夕，2015 年 6 月发表的 《中欧
气候变化联合声明》、2015年 9月发表的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 2015年 11月发
表的 《中法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多次重申了 “根据不同的国情”之 “规范”。在 《巴黎
协定》中，《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提出的该项新 “规范”，被明确写入了该公约的
序言部分、第 2条第 2款、第 4条第 3款和第 19款之中。瑐瑧




































变化，是 “规范”对该原则的 “承上”效应;另一方面，也正是减排责任 “规范”的此等
演变，重新设定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国际法律制度中 “规则”和 “决策程序”的变动路线，
是为 “规范”的 “启下”之效用。
因 《巴黎协定》引入的 “根据不同的国情”之新 “规范”本身具有抽象性及内容上的
动态演变性，故中国仍需充分发挥自己的软硬实力，确保对这一新 “规范”作出的解释公平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the elements of institution，for its nature，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of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neither can be regarded as the change of its fundamental fea-
tures with the Principle of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nor can be characterized as
the internal change of institution with the rule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On the contrary，it
can be identified as the change of its substantial features with norms，which is the non－overturning
but significant change of institution itself． Only when we focus on the norms lying on the key parts of
institution，and its function of“Middle to Up and to Down”，can explain exactly the critical role
which China has played for promoting the progress of reaching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and can
clarify the acting point for China to meet the challenge at the post－age of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and the way for China to effectively impact constructing the legal institutions in the other field of in-
ternational relation．
Key Words:Climate Change;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Institution;the Principle of Com-
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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